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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让建言更多含金量：员工建言质量的前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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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 北京 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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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员工高质量的建议是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然而, 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在员工的“建言参与”和“建
言数量”上, 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员工的建言质量如何？为解决这一关键问题, 分别从员工建言质量

的内涵、测量、前因机制的角度构建一个关于员工建言质量的系统研究。研究一基于扎根理论, 探讨员工建

言质量的内涵与结构, 开发员工建言质量的测量工具; 研究二是基于内隐建言理论, 从个体和团队两个层面

探讨员工与领导的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影响机制。理论贡献在于推动员工建言质量的理论构建, 拓
展批判性思维理论、内隐建言理论的应用。 
关键词  建言质量; 测量工具; 批判性思维; 内隐建言理论; 影响机制 
分类号  B849:C93 

1  问题提出 

自古以来, “建言”就是一门学问, 不仅讲求进

谏的胆识、方式, 更重要的是建议本身要不掺水

分、切中时弊、周密可行。董仲舒的“贤良三策”、
晁错的“守边备塞疏”、王安石的“万言书”……都

是求真求实、切合当务、施之可行的好建议。而

当下 , 大至国家 , 小至企业 , 都孜孜以求利国兴

业的发展良策。国家领导人俞正声也多次强调 , 
要着力提升建言质量, 充分体现建言价值。企业

界也深谙只有高质量的建议才能促进企业提质增

效, 无数企业通过开展“金点子”活动, 以发掘员

工在工作中的真知灼见。京粮集团 2016 年采纳的

职工建议, 为企业节支增效 2379.36 万; 铜山矿业

公司员工的 5 条技术改造建议为企业创造价值达

5000 万…… 
那么, 什么才是高质量的建议呢？自 Hirschman 

(1970)提出建言行为以来 , 学者们孜孜不倦在这

一领域做了大量研究：一是从个体因素(个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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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动机、态度、认知等)探讨了什么样的员工更

敢于建言或愿意建言 (e.g., Jiang, Gao, & Yang, 
2018; Lam & Mayer 2013; LePine & van Dyne, 
2001; Liang, Farh, & Farh, 2012; Tangirala, Kamdar, 
Venkataramani, & Parke, 2013); 二是从情境因素

(领导风格、上下级领导关系、建言氛围、制度环

境等 )探讨了如何鼓励员工多建言(e.g., Chen & 
Hou, 2016; Detert & Burris, 2007; Frazier & Bowler, 
2015; Hsiung, 2012; Liu, Zhu, & Yang, 2010; Raub 
& Robert, 2013; Zhang, Huai, & Xie, 2015; 段锦云, 
曾恺, 阎寒, 2017); 三是通过高层情境与低层特

征因素的交互或跨层次分析探讨了如何才能让员

工敢建言、多建言(e.g., Farh, Hackett, & Liang, 
2007; Frazier & Fainshmidt, 2012; Morrison, Wheeler- 
Smith, & Kamdar, 2011; 段锦云, 施嘉逸, 凌斌, 
2017)。 

然而 , 上述研究都将重点聚焦在员工的“建
言参与”和“建言数量”方面, 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

问题——建言本身的质量如何？科学技术的发展

日新月异 , 企业内部沟通越趋扁平化和多样化 , 
员工不用与领导面对面沟通, 就可以通过各种渠

道(如企业的内部吐槽论坛、总经理问答直通车、

内部微信号等)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加之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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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时代背景下的新生代员工活跃于社交网络, 个
性张扬且自信, 强调权益和参与, 对职场文化中

的“权威等级”日趋淡漠(侯烜方, 李燕萍, 涂乙冬, 
2014; 廖晓明 , 陈珊 , 2017; 赵玉田 , 崔玉娇 , 
2017), 让员工“敢建言、多建言”已不再是当下管

理的难点和痛点 , 管理的核心逐渐转移到“员工

究竟‘说’了什么？如何才能判断员工‘说’的内容

有价值？”等方面, 即对员工建言质量的挖掘！ 
“员工建言质量”主要指员工在工作中提出的

建议内容的优劣程度。“质量”的衡量指标主要体

现在员工的建议内容能否反映问题的重要性(严
峻性、实效性等), 以及是否具有实施的可行性(风
险承担、资源投入等)等方面(Burris, Rockmann, & 
Kim, 2017; Whiting, Maynes, Podsakoff, & Podsakoff, 
2012; Xu, Huang, Ouyang, Liu, & Hu, 2019; 具体

见 1.2.1)。当下, 学界也意识到研究建言质量的重

要性(Burris et al., 2017; Whiting et al., 2012)。2017
年, Burris 等学者大力呼吁要深化对建言内容及

其价值的研究(Burris et al., 2017)。遗憾的是, 我
们在理论上对“员工建言质量”知之甚少。尽管

Whiting 等(2012)对建言信息的有效性进行了探索, 
研究发现当建言内容涉及解决措施时更能得到高

绩效的评价(Whiting et al., 2012)。但“解决措施”
只是建言内容的一个方面, 不能全面衡量建言内

容的质量。Burris 等(2017)的研究对高质量的建言

内容提炼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该研究指出建议

内容涉及“问题的重要性”、“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

果所需的资源”、“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需的

相互依赖关系”三个指标 , 能有效预测管理者对

建言价值的知觉。但该研究的指标提取主要基于

大型医疗机构的员工, 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特殊性

和局限性。Xu 等(2019)通过实证研究证实, 当员

工的建言满足三个条件, 即建言所涉及问题的重

要性、领导对建言的开放性以及员工建言时领导

处于积极情绪时, 员工倾向通过官方渠道和正式

程序进谏。但该研究主要从员工的视角衡量建言

涉及问题的重要性, 没有从领导的视角评价员工

的建言质量。更为重要的是, Whiting 等(2012)和
Burris 等(2017)都是通过实验研究对建言内容有

效性进行检验。员工建言质量测量工具的缺乏 , 
很大程度上拘囿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度开展。为

此, 本研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界定建言质量的内

涵, 并开发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员工建言质量的测

量工具。 
此外, 尽管高质量的建议会给企业带来诸多

积极的影响, 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如
何才能激发员工提出高质量的建议呢？当前是个

信息爆炸的时代, 也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时代, 更
是一个时刻需要认识、分析和判断的时代。而员

工的建言质量, 恰恰是与员工对建议相关信息的

处理程度息息相关的(Burris et al., 2017)。员工要

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把脉到企业的症结要害, 提
出有价值的建议, 就需要对建言内容的重要性和

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 这对员工的认知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批判性思维, 是一种重要的认知

能力, 通过阐明、分析、推论、评价、解释和自

我调节等认知技能, 帮助个体辨别理由和证据、

探索隐含的假设和价值标准、挖掘更深的含义和

根源, 寻求看问题的不同思路和视角, 从而做出

专业的判断(Facione, Facione, & Giancarlo, 1997; 
Facione, 2011)。而内隐建言理论 (implicit voice 
theory)中关于需要可靠数据或解决方案(need solid 
data or solutions)的内隐信念(以下简称可靠性需

求的内隐建言信念)指出, 员工会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背景下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图式, 即提建议时必

须深思熟虑, 有理有据, 通过可靠的数据或证据

论证建议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并在建言时尽可能提

供问题的解决方案, 员工会根据这样的心理图式

选择沉默或建言, 且员工的这种认知信念会受到个

体特质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Detert & Edmondson, 
2011)。基于该理论, 在个体层面, 具有批判性思

维的员工, 由于长期保持了理性思考的习惯, 会
不自觉形成建言必须有理有据的内隐信念(Facione, 
1990; Facione et al., 1997), 从而力求通过论证提

出有价值的建议。在团队层面, 批判性思维强的

领导在与员工长期互动中, 也会潜移默化地给员

工心灵深处植留下建言必须理由充分、逻辑清晰

的图式(Detert & Edmondson, 2011; Facione et al., 
1997), 让员工通过合理的、充分的逻辑论证来提

出高质量的建议。而当所有员工的内隐建言图式

汇聚到团队层面, 就会形成整个团队对建言规则

的基本认识和信念, 即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

围 (Detert & Edmondson, 2011; Morrison et al., 
2011), 这样的建言氛围更能进一步促进员工建言

质量的提升。由此可见, 员工与领导的批判性思

维都对员工建言质量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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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第二项工作就是从个体和团队层面, 检
验员工和领导的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

影响。 
综上, 本研究将通过质性研究和实证研究来

系统回答什么是员工建言质量？如何才能提升员

工的建言质量？首先, 我们将根据扎根理论, 界
定员工建言质量的内涵, 并开发员工建言质量的

测量工具。我们拟通过文献分析、开放式问卷调

查和深度访谈, 厘清员工建言质量的基本内涵和

结构。同时, 严格遵循管理学文献中倡导的量表

开发步骤(Flynn & Pearcy, 2001; Hinkin, 1995; 1998), 
开发员工建言质量的测量工具。其次, 我们将基

于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理论, 从个体和团队两

个层面探讨员工与领导的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

质量的影响机制。个体层面, 主要探讨员工的批

判性思维对建言质量的影响, 即具有批判性思维

的员工 , 通过强化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 , 
促进建言质量的提高, 并通过对员工建言效能感

这一边界条件的检验, 深化个体层面对员工建言

质量影响机制的理解。团队层面, 主要通过跨层

研究探讨领导的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影

响, 即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 通过强化可靠性

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以及员工可靠性需求的内隐

建言信念, 促进员工建言质量的提高, 并通过对

边界条件—建言奖励机制的检验, 深化团队层面

对员工建言质量影响机制的理解。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2.1  建言质量的研究现状 
2.1.1  建言质量的内涵 

目前在学术上并没有关于建言质量的清晰定

义 , 但已有学者对建言内容进行了探索。Burris
等(2017)以美国南部一家大型医院的急救中心为

研究对象, 采用扎根理论, 通过对访谈内容进行

分析、编码, 发现当建议内容包括“建议涉及问题

的重要性、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需的资源、

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需的相互依赖关系”三
方面时, 更能让管理者知觉到建言的价值。Whiting
等(2012)指出 , 建议内容涉及到的解决措施 , 是
反映建言信息有效性的重要指标。Burris 等(2017)
和 Whiting 等(2012)提炼的建言内容指标, 为我们

进一步厘清员工建言质量的内涵、提炼指标、开

发量表奠定了基础。 

2.1.2  建言质量的测量 
目前, 学者主要通过实验操纵的方式对建言

内容有效性进行研究(Burris et al., 2017; Whiting 
et al., 2012)。而现有的建言量表并不能直接用于

对建言质量的评价。如广泛使用的 van Dyne 和

Lepine (1998)的 6 条目量表, 主要测试了员工为

改进组织现状提出改善性建议或创新性建议的行

为, 该测量并没有反映建言的内容, 很难对建言

质量做出评价。van Dyne van Dyne, Ang 和 Botero 
(2003)根据建言的动机归因, 测量了默许性建言、

防御性建言及亲社会性建言, 该量表主要强调了

不同动机下建言行为的表现。Liu 等(2010)在 van 
Dyne和Lepine (1998)以及Morrison和Phelps (1999)
的基础上, 根据建言对象的不同, 编制了向上级和

向同事建言的量表, 但该量表主要强调了员工面

对不同建言对象的建言行为表现。段锦云和凌斌

(2011)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 根据员工与情境融合

联系的需要, 将建言分为顾全大局型建言和自我

冒进型建言, 但该研究同样强调了员工建言的动

机。Liang 等(2012)根据建言的内容将建言分为促

进性建言(promotive voice)和抑制性建言(prohibitive 
voice), 前者指员工提出改善组织或工作单位整

体运作的新想法和观点的行为, 而后者指员工对

组织不利的工作实践、事件或员工行为所表达的

担忧。Liang 等(2012)对反映建言内容的建言行为

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由于测量的内容主要反

映了建议内容对企业有利性的具体体现(“促进”
还是“抑制”), 没有反映出建议本身的优劣程度 , 
比如需要改进的问题对企业有多重要, 促进企业

发展的想法是否具有可行性等, 也不能作为评价

员工建言质量的工具。Maynes 和 Podsakoff (2014)
在 Liang 等(2012)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维度细化, 
其中促进性维度包括支持性建言和建设性建言 ; 
抑制性维度包括防御性建言和破坏性建言。目前

关于建言行为的测量工具如表 1 所示。 
2.1.3  建言质量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建言内容有三篇重要的文献。一是

Whiting 等(2012)通过对 292 位商学院本科学生进

行实验操纵, 研究指出当建言内容涉及解决措施

时, 更受纳谏人喜欢, 更能让纳谏人将进谏行为

归因为亲社会动机, 也更能让纳谏人对进谏人给

予高绩效评价。Burris 等(2017)对建言内容进行了

系统探讨。该研究由 3 个部分组成, 研究 1 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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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言行为测量工具表 

学者 测量内容 关注重点 

van Dyne & Lepine (1998) 员工建言行为 员工建言的参与 

van Dyne et al.(2003) 默许性建言、防御性建言及亲社会性建言 员工建言的动机 

Liu et al.(2010) 向领导建言行为、向同事建言行为 员工建言的对象 

段锦云, 凌斌(2011) 顾全大局型建言、自我冒进型建言 员工建言的动机 

Liang et al.(2012) 员工促进性建言、抑制性建言 员工建言内容对企业有利性的具体体现

Maynes & Podsakoff (2014) 支持性建言、建设性建言、防御性建言、破坏性建言 员工建言内容对企业有利性的具体体现

 
国南部一家大型医院的急救中心为研究对象, 采
用质性分析, 将建言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建议涉

及问题的重要性、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需的

资源、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需的相互依赖关

系, 并构建了关于“专业认同、单位认同−建言内

容−建言价值”的理论框架。研究 2 以一家小型地

产公司和一家大型国防承包商的 27 位管理者和

97 位员工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工作认

同在与自身工作单元有关的建言行为和管理者对

建言价值感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职业认同在与

职业有关的建言行为和管理者对建言价值的感知

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 3 通过对 396 位管理者

的实验操纵, 发现建议涉及的问题越重要、建议

实施所需资源越少、涉及的相互依赖关系越不复

杂, 越被领导视为有价值的建言。Xu 等(2019)以
国内一家大型通讯公司 221 位员工和一家保险公

司 235 位销售人员为样本, 通过两个研究证实了

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问题很重要;  
(2)领导对建言的开放态度; (3)员工建言时领导处

于积极情绪, 员工才倾向于通过官方渠道和正式

程序进谏, 且建言被领导采纳。 
2.2  批判性思维的相关研究 
2.2.1  批判性思维的历史渊源及内涵 

“批判”来源于希腊语 Kriticos (分辨的判断)
和 Krinein (标准), 意思是根据标准来分析和判断

(董毓, 2011)。批判性思维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

史演变, 最早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时期, 以巴门尼

德和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对批判性思维原始形态的

探索, 到后来发展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论 , 康德

的批判哲学, 黑格尔的反思理论, 以及现代的马

克思实践批判(刘义, 2010)。尽管不同时期, 批判

性思维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但其内在共性却基

本相似。一是批判性思维的基础是质疑, 即对问

题的反思; 二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判断, 通过

自身的理性思考和实证, 以决定相信什么和不相

信什么 ; 三是批判性思维不仅包含必要的技能 , 
而且伴随着情感、信念之类的情意性因素(江静, 
杨百寅, 2014)。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 , 最具代表性的是

1990 年美国哲学协会的 46 位批判性思维学者共

同制定的《专家共识声明报告》, 报告将批判性

思维定义为“有目的、有规则的判断过程, 整个过

程产生了对证据、观念、方法、标准或者语境的

注解、分析、评价、推理和解释”。 
2.2.2  批判性思维与建言质量的相关研究 

目前只有一篇文章探讨了批判性思维对建言

行为的影响。Jiang 等(2018)通过对能源企业 273
对上下级配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批判性思

维能有效预测员工的建言行为, 建言效能感在批

判性思维与建言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变革型

领导的智力激发行为能强化批判性思维通过建言

效能感对员工谏言行为的间接影响。 
尽管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影响的文献

还显单薄, 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批判性思

维能有效预测员工的创造力与创新行为, 即让员

工产生新颖有用的想法, 这为建言质量奠定了基

础。江静和杨百寅(2014)以保险公司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批判性思维能很好预测员工

创造力, 创新效能感在批判性思维与员工创造力

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弱化了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效能感的正向关系。Jiang 和

Yang (2015)的研究也发现, 批判性思维能正向影

响员工创造力, 员工创造性过程投入中介了两者

之间的关系。屠兴勇等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员

工批判性思维能有效预测创新行为(屠兴勇, 何欣, 
郭娟梅 , 2015; 屠兴勇 , 2015; 屠兴勇 , 郭娟梅 , 
2016)。同时, 屠兴勇等学者还对批判性思维的中

介效应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批判性思维在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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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格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在教

辅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也发挥中介作用

(屠兴勇, 2016; 屠兴勇, 王泽英, 张琪, 2016)。 
同时, 目前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或理论探讨, 

研究了批判性思维对信息处理以及专业判断的影

响。江静和杨百寅(2016)的研究证实了领导批判性

思维对于团队信息处理的作用, 该研究表明领导

的批判性思维能强化团队成员换位思考与团队任

务反思之间的正向关系。Facione 等(1997)指出批

判性思维体通过阐明、分析、推论、评价、解释

和自我调节等认知技能, 帮助个体辨别理由和证

据、探索隐含的假设和价值标准、挖掘更深的含

义和根源, 寻求看问题的不同思路和视角 , 进而

做出专业判断(Professional judgment)。还有学者

在文章中也指出, 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 领导和

员工尤其需要批判性思维对错综复杂的信息进行

处理, 做出专业的判断(费希万, 费希万, 蒂瓦里, 
尤恩, 2009)。 
2.3  相关研究评述 

尽管学者在员工建言领域展开了大量探索 , 
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亟需解决, 具体如下： 

第一, 对建言质量的关注不足。纵观现有文

献, 关于建言行为机制的研究, 大都聚焦如何鼓

励员工“敢建言、多建言” (e.g., Detert & Burris, 
2007; Duan, Kwan, & Ling, 2014; LePine & van 
Dyne, 2001; Morrison, 2014; 段锦云 等, 2017), 
而对建言本身价值的探讨却很匮乏。而现有的企

业, 逐步从传统的管控方式向赋能、协同的管理

方式转变 , 加之新生代员工价值观诉求的变化 , 
员工建言的参与和建言数量, 已不是互联网时代

背景下企业管理的重点。反之, 企业获取有价值

的建言信息才是助推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 
应当深入挖掘建言质量, 填补现有文献的空白。 

第二, 建言质量的内涵和测量有待深化。从

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 由于指标的片面性和样本

的局限性(Burris et al., 2017; Whiting et al., 2012; 
Xu et al., 2019), 现有的建言内容指标并不能完全

反映员工建言质量的内涵。因此, 有必要通过质

性研究, 系统挖掘员工建言质量的内涵, 厘清建

言质量定义, 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同时, 现有关

于员工建言的测量, 主要根据建言的动机、对象

等对员工建言行为进行测量(Liu et al., 2010; van 
Dyne et al., 2003; van Dyne & Lepine, 1998; 段锦

云, 凌斌, 2011)。Liang 等(2012)提供的测量工具

主要反映了员工的建言内容对企业的有利性表现, 
并没有反映建言内容的优劣程度。因此, 有必要

严格按照管理学倡导的量表开发程序, 开发具有

效度和信度的“建言质量”量表, 该环节对这一领

域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 
第三, 建言前因机制的探讨有待系统展开。

目前对于建言行为的前因研究, 主要聚焦在不同

领导风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e.g., Chen & Hou, 
2016; Detert & Burris, 2007; Hsiung, 2012; Liu et 
al., 2010; Raub & Robert, 2013)。然而, 建言质量

的优劣是与员工对于建议相关信息的处理程度息

息相关的(Burris et al., 2017), 这就对员工的认知

能力提出了要求。而批判性思维是以“数据为中

心”的思维方式 , 为员工提出高质量的建议提供

了认知保障(Facione et al., 1997; Yanchar, Slife, & 
Warne, 2008)。因此, 从认知的视角, 探讨领导和

员工的批判性思维对建言质量的预测作用, 能进

一步丰富建言质量的研究视角。 
第四, 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有待丰富。目前

关于员工建言质量的相关研究多以实验研究方法

为主。正如前文所言, 目前建言质量的内涵、测

量体系都不够清晰, 需要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

究对建言质量进行深入探讨, 即通过定性研究清

楚界定建言质量的内涵, 辅以实证研究开发建言

质量的测量工具, 再通过系列实证研究探讨建言

质量的前因机制, 才能更好体现建言质量研究的

系统性与科学性。同时, 现有研究只是在单一层次

上探讨员工的建言内容(Burris et al., 2017; Whiting 
et al., 2012), 从个体层面和团队层面进行跨层研

究, 更有利于深度剖析建言质量的前因机制。 

3  研究构想 

3.1  建言质量的内涵 
根据《汉语词典》, “建言”主要指个体陈述主

张或意见。“质量”主要指事物、产品或工作的优

劣程度。依据“建言”和“质量”的定义, 广义的“建
言质量”主要指个体陈述的主张或意见的优劣程

度, 即建议内容的优劣程度。 
因此, 建议的内容是衡量建言质量的关键。

目前关于建言内容的研究有两篇重要的文献(Burris 
et al., 2017; Whiting et al., 2012)。Whiting 等(2012)
的研究表明当建言内容涉及解决措施时, 更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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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谏人喜欢, 更能让纳谏人将进谏行为归因为亲

社会动机, 也更能让纳谏人对进谏人给予高绩效

评价。Burris 等(2017)的研究指出, 建言内容所涉

及问题的重要性、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需的

资源、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需的相互依赖关

系等都能影响纳谏者对建言价值的评价。两篇文

章都对提炼的建言内容指标做了有效性预测, 表
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指标都能反映建言内容的质

量。我们进一步对这几项建言内容指标进行分析, 
发现“建议内容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了

建言反映的问题对企业的重要程度, 即建议的重

要性, “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需的资源”、“达
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需的相互依赖关系”、“内
容涉及解决措施”都体现了建言涉及的相关问题

被解决的可能性或实施的可操作性, 即建议的可

行性。Xu 等(2019)的研究表明, 建言内容涉及问

题的重要性是员工采取官方渠道和正式程序进谏

的前提。因此, 我们将已有的建言内容指标分为

“重要性”和“可行性”两个维度(如表 2 所示)。 
 

表 2  建言内容维度划分表 

出处 重要性 可行性 

Whiting et 
al. (2012) 

 内容涉及解决措施 

Burris et 
al. (2017) 

建议内容所涉及

问题的重要性 
达到建议预期实施效果所

需的资源、达到建议预期实

施效果所需的相互依赖关系

Xu et al. 
(2019) 

建议内容所涉及

问题的重要性 
 

 
根据注意的认知资源有限理论(Sweller, 1988), 

由于人的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 个体更会在具有

显著性特征(salience feature)的信息上投入更多认

知精力。因此, 只有当员工提供的建议信息具有

显著性特征时, 才能引起领导的重视。而建议反

映的问题对企业的重要性, 以及相关问题被解决

的可行性 , 对于领导而言 , 都是与她(他)工作相

关的显著性信息(Burris et al., 2017), 都会引起领

导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资源。因此, 依据注意的认

知资源有限理论, 将反映建言质量的建言内容指

标分为“重要性”和“可行性”两个维度。 
基于以上分析, 在组织情境中, 我们认为“员

工建言质量”主要指员工在工作中提出的建议内容

的优劣程度。包含两个特征：(1)是否有利于企业

发展是判断建言质量的前提, (2)建言内容涉及问

题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是评价建言质量的重要维度。 
建言内容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反映了建言

的优劣程度。因此, 如图 1 所示, 我们根据评价建

言质量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两个维度划分出四

个象限：即建言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且可行性强

为高质量, 表明建议内容对企业而言具有高价值, 
应该支持实施; 建言涉及的问题不重要且可行性

低为低质量, 表明建议内容对企业没有什么价值, 
可以不予考虑; 建言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但可行

性低, 视为质量一般, 表明建议内容对企业具有

保留价值, 可以待时机成熟再执行; 建议涉及的

问题不重要但可行性强, 建议质量一般, 表明建

议内容对企业有一些微小价值, 如企业日常的小

改进, 可以支持实施。 
 

 
 

图 1  建言质量四象限图 
 

本研究希望通过文献分析、面对面访谈, 进
一步挖掘反映建言质量的其他维度; “建议所涉及

问题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 如是否与

领导主管工作相关、与团队目标任务完成相关或

与提高工作绩效相关; 建议实施的可行性具体表

现在哪些方面, 如承担风险、领导能提供的资源

支持、亦或是领导对实施过程的可控性。同时, 本
研究还要深度挖掘并检验四个象限所指向的四种

建言质量是否成立, 每一种建言背后的具体情境

是什么。研究拟通过建言质量的维度探索, 进一

步厘清建言质量的内涵。 
3.2  建言质量量表开发 

这部分的重点是遵循管理学文献中倡导的量

表开发步骤(Flynn & Pearcy, 2001; Hinkin, 1995; 
1998), 开发建言质量的测量工具。 

第一步：条目采集 
采用规范的质性研究 , 通过开放式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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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面对面深入访谈和文献分析, 从多渠道采集

关于建言质量的评价条目, 形成初始的反映建言

质量的指标条目库。 
开放式问卷调查：选取不同行业背景的 50 名

主管作为被试。我们先在问卷中提出“建言质量”
的初步定义, 让主管列举 3~5 条衡量下属建言质

量的具体标准。问卷搜集完成后, 对问卷中关于

“建言质量”的评价标准进行整理。 
面对面访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团队进行深

度访谈。访谈采用半结构式, 围绕主管在工作中

如何对下属建言行为进行评价展开, 主要包括下

属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会引起他们重视或采纳、主

管对下属建言质量的评价标准有哪些、员工高质

量建言的具体行为表现等。与下属的访谈主要包

括自己建言针对的问题有哪些、建言信息涉及哪

些方面、什么样的建议更容易被上级采纳或重视

等。最后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 
文献资料整理分析：参考与建言质量相关或

相近的文献和测量工具, 如建言行为(van Dyne & 
LePine, 1998)、促进型建言和抑制性建言(Liang et 
al., 2012)、建设性建言(Whiting et al., 2012)等, 通
过对比分析, 对可能构成建言质量评价指标的条

目进行摘录。 
第二步：条目编码 
条目撰写：由两个研究小组分别就上述条目

库的建言质量指标条目库进行编码。编码的标准

为：第一, 描述清楚、含义明确; 第二, 拆分多重

含义语句; 第三, 合并相近含义条目。开放编码后, 
两组就共同编码后的条目进行逐一讨论分析, 判
断语句内容是否符合建言质量的评价描述, 对含

义模糊、重复和描述不准确的条目进行修改和删

除。经过开放式编码, 形成精简的条目库。 
条目分类：条目分类主要涉及主轴编码和选

择编码。目的在于结合理论分析, 寻找概念的核

心属性。参与开放式编码的两个研究小组, 对开

放式编码的条目提取核心关键词, 提炼条目概念

属性, 分别形成建言质量的指标维度。通过两个

小组对比提炼的维度, 对不一致的编码进行充分

讨论, 最终形成统一的建言质量维度, 并对每个

维度进行定义。 
条目修订：通过邀请建言行为研究的权威专

家与项目组人员, 就每一条目进行讨论, 最终综

合考虑内容效度、文字表达等, 对条目进行修订, 

形成建言质量的预测试版本。 
第三步：预测试分析 
第一轮预测试：向企业团队领导发放不低于

300 份样本的预测试问卷。通过 SPSS 20 软件, 采
用主轴因子分析, 斜角旋转法, 允许因子间相关, 
因子特征根和碎石图作为提取因子的主要参考标

准。条目选取时考虑各个条目在各因子的因子载

荷且不存在交叉项。通过第一轮预测试分析, 对
量表进行修订。 

第二轮预测试：向企业团队领导发放不低于

300 份样本的修订后问卷, 同样通过 SPSS 20 软件, 
同样采用主轴因子分析, 斜角旋转法, 允许因子

间相关, 因子特征根和碎石图作为提取因子的主

要参考标准, 并依据 van Dierendonck 和 Nuijte 
(2011)提出的标准进行条目筛选。通过第二轮预测

试分析, 对量表进行修订。 
第四步：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在两轮大样本分析中, 测试建言

质量的信度：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信度测试。如

果删除条目后因子 α 值降低, 并且各因子 α 值大

于 0.7, 表明具有较好信度。 
结构效度检验：在两轮大样本分析中, 对建

言质量的结构效度进行分析：采用 Lisrel 8.0 对建

言质量的结构进行分析。我们选取 χ2/df、IFI、
NNFI、CFI、AIC、RMSEA 等指标对模型模拟程

度进行分析, 其中 IFI、NNFI、CFI 大于 0.90 接近

1 较好, AIC 越小越好, RMSEA 小于 0.08 较好, 
χ2/df 小于 5 可接受(Joreskog, Sorbom & Jhoreskog, 
1989)。 

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检验：在两轮大样本分

析中, 对于建言质量量表的聚合效度测试 , 主要

检验建言质量是否与相关的构念, 如管理者知觉

到的建言价值(Burris et al., 2017)、建言行为(van 
Dyne & Lepine, 1998)等在统计上相关。对于建言

质量量表的区分效度测试, 我们主要采用 AMOS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对建言质量、管理者知觉到的建言价值和建言行

为三个变量分别进行三因子、二因子和单因子验

证性因子分析, 并比较不同因子结构分析结果的

模型拟合指标(2/df, RMSEA, SRMR, TLI, CFI 和

IFI)。当三因子模型数据拟合指标达到相应标准且

优于其他因子结构拟合指标时, 表明变量之间具

有较好的区分效度。此外 , 计算平均抽取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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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并比较其与变量之间

相关系数平方的大小, 当平均抽取方差大于建言

质量与其他相关变量(管理者知觉到的建言价值

和建言行为)的相关系数平方时, 区分效度得到进

一步证实(Fornell & Larcker, 1981)。 
通过以上 4 个步骤的操作, 最终形成一份具

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建言质量测量量表。 
建言预测效度检验。根据已有的研究 (e.g., 

Frazier & Bowler, 2015; Whiting et al., 2012; Whiting, 
Podsakoff, & Pierce, 2008; 李方君, 祁婷婷, 2017), 
本研究主要将开发的建言质量量表与 van Dyne 和

Lepine (1998)的建言行为, 以及 Liang 等(2012)的
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放在一起对员工工作绩

效评价、领导知觉的建言价值进行预测, 并分析

建言质量增加的解释力度。 
3.3  员工建言质量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可靠性需

求的内隐建言理论 
本部分主要基于“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理

论”, 从个体层面和团队层面探讨批判性思维对

员工建言质量的影响机制。在个体层面, 具有批

判性思维的员工, 由于长期保持了理性思考的习

惯, 会不自觉形成建言必须有理有据的心理图式

(Facione, 1990; Facione et al., 1997), 即建言需要

可靠数据或解决方案的内隐信念, 并对建言内容

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 从而提出高质

量的建议。同时, 员工建言效能感反映了员工向领

导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建议的自信程度(Kish-Gephart, 
Detert, Treviño, & Edmondson, 2009; Morrison, 2014), 
它解决了员工“敢”建言的问题。只有当员工“敢”

于建言, 才有建言的质量可言。因此, 在个体层面, 
员工建言效能感是影响批判性思维员工作用建言

质量的边界条件。 
在团队层面, 批判性思维强的领导在与员工

长期互动中, 能促使员工形成建言必须有可靠依

据或方案的潜在假设, 让员工通过合理的逻辑论

证来证实建言内容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并形成理

性的、有价值的建议表达。当所有成员个体的内

隐建言图式汇聚到团队层面, 就会形成整个团队

对建言规则的基本认识和信念 , 即“可靠性需求

的内隐建言氛围”。因此, 在团队层面, 批判性思

维领导会通过强化“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 
促进员工建言质量的提升。同时, 建言奖励制度

反映了组织(团队)对团队建言行为的态度(倡导或

反对), 以及对建言质量的重视程度, 是影响具有

批判性思维领导能否激发团队提出高质量建言的

重要边界条件。为此, 在团队层面, 本研究将探讨

领导批判性思维对团队建言质量的作用是否受到

建言奖励制度这一边界条件的影响。整个理论框

架如图 2 所示。 
3.3.1  员工批判性思维对建言质量的影响机制 

本节主要从个体层面检验员工批判性思维对

员工建言质量的影响, 如图 3 所示。 
(1)员工批判性思维对建言质量的影响 
批判性思维并非“攻击”、“挑刺” (江静, 杨百

寅, 2014; 2016), 相反,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高阶思

维, 通过数据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论证推

理, 形成对事物的理性判断(Facione et al., 1997; 
Yanchar et al., 2008)。为此,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员 

 

 
 

图 2  建言质量形成机制理论模型 

 

 
 

图 3  员工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影响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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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向领导提出工作中的建议之前, 必定寻求相应

的证据或数据来支持或证明自己的观点, 力求通

过合理的逻辑论证和评价来形成科学的建言信息

(Facione et al., 1997; Jiang et al., 2018), 从而提高

建言的质量。其次,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员工能够

运用分析、推论、评价、解释等认知能力对信息

进行处理和判断(e.g., Facione, 1990; Facione et al., 
1997), 这有利于员工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发现问

题的根源所在, 针对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重要

问题, 甚至潜在的风险,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

应对措施, 充分体现建议的价值。根据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员工的批判性思维能提升员工的建

言质量。 
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的中介作用。首

先, 员工批判性思维能强化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

言信念。内隐信念本质就是在长期生活中或社会

化过程中形成心理图式(Detert & Edmondson, 2011; 
李茵, 黄蕴智, 1991)。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员工将批

判的理性思考作为一种习惯(Facione, 1990; Facione 
et al., 1997), 会不自觉地形成进谏必须有理有据

的心理暗示, 即要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支持自

己意见表达的信念 (Detert & Edmondson, 2011; 
Facione, 1990; Facione et al., 1997), 从而强化可

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 
其次, 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能提升员

工建言质量。当员工心中形成可靠性需求的内隐

建言图式后, 就会在这样的信念下力求相关的证

据和材料来支持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证明自身想

法或建议的重要性, 以引起领导的关注和支持。

同时也会尽量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路径, 以提

升建言的可实施性。因此, 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

言信念可以帮助员工提出更具重要性和可行性的

建言(Detert & Edmondson, 2011; Jiang et al., 2018)。 
再次,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员工通过强化自身

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提升建言质量。具有

批判性思维的员工潜移默化在自己心中形成数据

为导向的建言假设 , 在这样的自我暗示驱动下 , 
会理所当然地按照需要可靠数据或解决方案的内

隐建言图式进谏, 在建言前考虑到方方面面, 做
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如建议的问题是否重要 , 是
否具有可操作性等, 从而使提出的建议更有质量

(Jiang et al., 2018)。 

根据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员工批判性思维能够强化可靠性需

求的内隐建言信念;  
假设 2b：员工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能

够促进建言质量的提高;  
假设 2c：员工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在

员工批思维与建言质量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员工建言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建言效能感指员工向领导表达自己的意见或

建议的自信(Kish-Gephart et al., 2009; Morrison, 
2014)。建言行为本身具有挑战性、风险性(e.g., 
Detert & Edmonson, 2011; Liu et al., 2010), 建言

效能感解决了员工敢建言的问题。因此, 当员工

对自己的建言能力足够自信时, 具有可靠性需求

的内隐建言信念的员工更可能在数据分析、逻辑

论证、方案比较后大胆提出高质量的建议(Kish- 
Gephart et al., 2009; Morrison, 2014)。反之, 如果

员工的建言效能感很低, 表明员工对自己的建言

能力不自信, 即使员工有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

信念, 也不一定敢于表达有见地的想法, 或不能

完全有效表达出有价值的建议, 因此会弱化建言

质量。为此, 本研究认为员工建言效能感发挥重

要的边界作用, 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a：员工建言效能感能强化可靠性需求

的内隐建言信念与建言质量之间的关系。 
同理 , 当员工对自己的建言能力很自信时 , 

能强化本身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员工基于数据和方

案提建议的信念, 从而提高建言的质量。反之, 当
员工没有自信向领导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想法时 ,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员工, 即使有可靠性需求的内

隐建言信念, 也会因为不自信而影响自己的建言

水平, 如对建议涉及问题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表

达, 从而弱化建言质量。为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b：员工建言效能感能强化批判性思维

员工通过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对建言质量

的间接影响。 
3.3.2  领导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跨层影响 

本节主要检验领导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

量的跨层影响, 如图 4 所示。 
(1)领导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领导批判性思维能促进员工建言

质量的提高。首先, 批判性思维的基础是质疑(江
静, 杨百寅, 2014), 即对一切信念和知识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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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领导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跨层影响机制图 
 

一种疑惑、追根究底、彻底省察(e.g., 费希万 等, 
2009; Facione, 2011)。批判性思维领导的这种质疑

精神 , 能够驱使员工不断审视自己的进谏依据 , 
力求通过合理的逻辑论证和评价来形成科学的建

言信息(Facione et al., 1997), 从而提高员工建言

质量。其次 , 建言是有计划的行为(Liang et al., 
2012)。当批判性思维领导给员工留下建言必须理

由充分、有数据支撑或解决方案的心理图式时 , 
员工为了建言时心中有足够的底气和安全感, 势
必通过寻求充足的证据或完善解决方案来支持自

己的意见表达(Facione, 1997; Detert & Edmondson, 
2011)。因此,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能促进员工

建言质量的提高。根据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领导批判性思维能促进员工建言质

量的提高。 
(2)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在领导批判性

思维与员工建言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 
首先, 批判性思维领导能促进员工形成可靠

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

能够运用阐明、分析、推论、评价、解释等认知

技能理性分析问题, 并做出合理、准确的判断(e.g., 
Facione,1990; Facione et al., 1997)。当员工向具有

批判性思维的领导进谏时 , 领导不会照单全收 , 
反之会通过逻辑分析、论证推理对员工的建议信

息进行评价。而且, 建言不仅具有风险和挑战性

(Detert & Edmondson, 2011), 而且也是一种有计

划的行为(Liang et al., 2012)。当员工了解到具有

批判性思维领导以数据为导向的纳谏风格 (e.g., 
Facione, 1990; Facione et al., 1997), 为了降低建

言风险, 寻求建言安全感, 势必会迎合领导的有

可靠数据或解决方案的纳谏风格, 对建言内容再

三斟酌、论证, 并尽量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和方

案(Detert & Edmondson, 2011)。因此, 具有批判性

思维的领导能强化员工内心深处认为向领导建言

就理所当然应该有理有据的信念。 
再次,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通过强化员工

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进而提升员工的建言

质量。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理论指出, 员工根

植在内心深处的信念是向领导提出的建议必须理

由充分、有数据支撑或完整的解决方案, 这样进

谏才有安全感(Detert & Edmondson, 2011)。而具

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 力求通过科学的论证推理

或数据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形成对事物的理性判

断(Facione et al., 1997; Yanchar et al., 2008)。因此,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会潜移默化在员工心中形

成以数据为导向的建言图式, 当员工内心深处认

为向领导建言就应当有理有据的时候, 提出的建

议论证会更充分, 可行性也会更强, 建言质量也

就更高。 
根据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a：领导批判性思维能强化员工可靠性

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  
假设 5b：员工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在

领导批判性思维与员工建言质量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 
(3)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在领导批判性

思维与员工建言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 
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是指团队成员对

于团队必须遵循有数据、证据支撑, 或提供完善

解决方案的建言规则的共享心理感知 (Detert & 
Edmondson, 2011; Morrison et al., 2011)。本研究认

为, 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在领导批判性思

维和员工建言质量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首先, 领导批判性思维能够强化可靠性需求

的内隐建言氛围。领导作为团队的灵魂人物, 其
处事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团队行事的基调

(段锦云, 肖君宜, 夏晓彤, 2017)。特别是在我国

这样一个权力距离较高的国家, 领导在团队中更

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Farh et al., 2007)。在一定

程度上, 领导偏好决定了团队文化(陈春花, 2010)。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 , 具有追求真理 (truth- 
seeking)和系统思考等特质(Facione, 199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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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玉珠, 1999), 正是这些特质强化了团队可靠性

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具体而言, 具有批判性思

维的领导, 更坚持对既定事实的怀疑和对真理不

屈不挠的追求(Jiang et al., 2018; King & Kitchener, 
2004; 江静 , 杨百寅 , 2014), 这就要求团队要有

求真的精神, 提建议不能想当然, 而要实事求是, 
根据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具有

批判性思维的领导重视思维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Facione, 1990; 2011; 叶玉珠, 1999), 这就要求整

个团队尽最大努力, 最大限度对建议信息的重要

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和判断, 保证建议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 从而在团队中形成可靠性需求

的内隐建言氛围。 
其次, 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有利于员

工建言质量的提升。氛围体现了对规则的集体共

识(Morrison et al., 2011)。当整个团队形成了建言

时必须理由充分、有数据支撑、或完整的解决方

案的共识时 , 团队成员在表达意见和想法之前 , 
就会尽可能让自己掌握与建议相关的详尽信息 , 
提出的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清晰, 客观呈

现建议的重要性和合理性 (Burris et al., 2017; 
Morrison et al., 2011), 从而保证建言的质量。 

此外, 领导批判性思维通过团队可靠性需求

的内隐建言氛围影响员工的建言质量。批判性思

维强的领导在与员工长期互动中, 也会潜移默化

在员工心灵深处植留下建言必须理由充分、逻辑

清晰的图式(Detert & Edmondson, 2011; Facione et 
al., 1997)。而当所有团队成员个体的内隐建言图

式汇聚到团队层面, 就会形成整个团队对建言规

则的基本认识和信念, 即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

氛围。领导的批判性思维越强, 越能强化团队可

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 越有利于员工提出高

质量的建议。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6a：领导批判性思维促进团队可靠性需

求的内隐建言氛围;  
假设 6b：团队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能

促进员工建言质量提升;  
假设 6c：团队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在

领导批判性思维与员工建言质量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 
(4)建言奖励的调节作用 
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反映了员工提出

高质量建议的内部动机, 而对员工的建言奖励则

反映了员工提出高质量建议的外部动机(Deci & 
Ryan, 2002)。因此, 本研究认为, 外部激励更能促

使员工在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中提出高质

量的建议。具体而言, 建言是一种挑战现状的行

为(Liu et al., 2010)。员工冒着可能得罪领导、同

事 , 影响自我前途的风险 (Detert & Edmondson, 
2011), 向企业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当企业根据

员工建言质量的高低设置奖励机制时, 不仅是对

员工冒险的建言行为给予积极反馈, 同样能调动

员工在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中, 更加投入

到对相关问题的挖掘、数据搜集、材料整理和建

议实施方案的设计上, 进而提升建议的价值。如

A.O.史密斯就曾采取积分制, 根据员工建议价值

的大小赋予不同的积分, 让员工再用积分兑换企

业产品。贡献特别突出的建议, 还会给予高额的

奖金以作鼓励。在这样的奖励机制下, 员工能在

浓厚的建言氛围中深度分析问题, 并找到合适的

解决方案, 为企业带来实效。由此, 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7a：建言奖励能正向强化团队可靠性需

求的内隐建言氛围与员工建言质量的关系。 
同理, 当员工有价值的建议能得到企业赞赏

和奖励, 就会进一步让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强

化提建议必须有数据支撑、成熟的想法或完整的

解决方案的团队建言氛围, 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 
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建言质量。为此, 本研究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 7b：建言奖励能正向强化批判性思维领

导通过团队可靠性需求的内隐氛围对员工建言质

量的间接影响。 

4  理论构建 

随着企业内部沟通越趋扁平化和互联网带来

的沟通途径的多样化, 让员工“敢建言、多建言”
已不是当下管理的难点, 管理核心应该聚焦在对

员工建言质量的提升方面。然而, 什么是员工建

言质量？如何才能提升员工的建言质量？本研究

围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探索员工建言质量

的内涵、结构及形成机制, 系统地构建员工建言

质量理论。本研究构建的员工建言理论框架包括

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 基于扎根理论, 挖掘员工建言质量的

内涵、维度, 并开发员工建言质量的测量工具,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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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质量的理论构建奠定基础。现有文献关于建

言质量的探讨, 由于指标不够全面和样本具有局

限性 , 并不能完全反映员工建言质量的内涵

(Burris et al., 2017; Whiting et al., 2012; Xu et al., 
2019)。而员工建言质量的本质反映了员工建议内

容的优劣程度。根据注意的认知资源有限理论

(Sweller, 1988), 领导会将注意力聚焦到员工建言

的显著性信息上。员工建议反映的问题对企业的

重要性 , 以及相关问题要实施或解决的可行性 , 
都是与领导工作相关的显著性信息。因此, 领导

会将员工建言内容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作为评

价下属建言质量的重要指标。同时, 领导会根据

员工建言内容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采取四种

不同的反映策略：重点支持实施“反映的问题对企

业非常重要且可行性强”的建议; 常态化(制度化)
支持实施“反映的问题对企业不重要但可行性强”
的建议 ; 否决“反映的问题对企业不重要且可行

性低”的建议; 对“建言内容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

但可行性低”的建议, 持保留态度, 待时机成熟再

执行。此外, 现有关于员工建言的量表, 主要根据

建言的动机、对象等对员工建言行为进行测量

(Liu et al., 2010; van Dyne et al., 2003; van Dyne & 
Lepine, 1998; 段锦云, 凌斌, 2011), 并没有反映

出建言内容质量的优劣程度。因此, 需要开发具

有效度和信度的“建言质量”测量工具, 为后续实

证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 从认知的角度, 构建了领导和员工的

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影响机制模型。批

判性思维一直备受教育学、哲学和心理学关注 , 
尽管已有学者将批判性思维引入管理学, 并研究

了其对员工创造力、创新行为和建言行为的影响

(e.g., Jiang et al., 2018; 江静, 杨百寅, 2014; 2016; 
屠兴勇等, 2015; 屠兴勇, 郭娟梅, 2016; 屠兴勇, 
王泽英 等, 2016), 但都没有将批判性思维以“数
据为中心”的思维特质与建言质量有机联系起来。

本研究认为, 领导和下属的批判性思维都能够促

进员工的建言质量。批判性思维是以“数据为中

心”的思维方式 , 员工的批判性思维为员工提出

高质量的建议提供了认知保障。具有批判性思维

的员工能够运用分析、推论、评价、解释等认知

技能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判断(e.g., Facione, 1990; 
Facione et al., 1997), 力求通过合理的逻辑论证为

领导提供科学的建言信息 (Facione et al., 1997; 

Jiang et al., 2018)。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往往会

要求员工严格审视自己的进谏依据, 做到言之有

理、言之有据, 从而提升员工的建言质量。因此, 
本研究从领导和下属的认知视角出发, 构建了批

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影响机制模型。 
第三, 基于内隐建言理论, 从个体认知能力

的视角构建员工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影

响机制。现有文献主要从个体特征角度探讨什么

样的员工才能“敢建言、多建言” (e.g., Detert & 
Burris, 2007; Detert & Edmondson, 2011; Duan et 
al., 2014; LePine & van Dyne, 2001), 而忽略了员

工自身的认知能力对员工建言质量的影响, 更缺

乏对其中的理论机制和边界条件的讨论。本研究

在个体层面, 构建员工批判性思维对自身建言质

量的中介和调节机制。具体而言, 具有批判性思

维的员工将理性思考作为一种习惯(Facione et al., 
1997), 会不自觉地形成进谏必须有理有据的心理

暗示, 在这样的自我暗示驱动下, 会理所当然地

按照“需要可靠数据或解决方案”内隐建言图式进

谏, 从而提升建言质量。同时, 只有“敢”建言, 才
能谈得上建言的质量, 员工建言效能感解决了员

工“敢”建言的问题, 是影响批判性思维员工作用

建言质量的边界条件。 
第四, 基于内隐建言理论, 从领导认知能力

的视角构建领导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跨

层影响机制。现有文献重点关注领导风格对员工

建言行为的影响(e.g., Chen & Hou, 2016; Detert & 
Burris, 2007; Hsiung, 2012; Frazier, & Bowler, 
2015; Liu et al., 2010), 忽略了领导认知的重要

性。而关于员工建言内容的研究, 也只是在单一

层次上进行探讨(Burris et al., 2017; Whiting et al., 
2012), 跨层研究更有利于深度剖析建言质量的形

成机制。本研究从领导认知能力出发, 跨层次构

建领导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作用机制。

具体而言,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领导, 在与员工长

期互动中, 会潜移默化给员工心灵深处植留下建

言必须理由充分、逻辑清晰的图式 (Detert & 
Edmondson, 2011; Facione et al., 1997), 从而敦促

员工提出高质量的建议。而当所有员工的“可靠性

需求内隐建言信念”汇聚到团队层面 , 就会形成

整个团队对建言规则的基本认识和共享心理感知, 
即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围。领导的批判性思

维越强, 越能强化团队可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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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越有利于员工提出高质量的建议。此外, “可
靠性需求的内隐建言信念”反映了员工提出高质

量建议的内部动机, 而对员工的建言奖励规则是

刺激员工提出高质量建议的外部动机 (Deci & 
Ryan, 2002)。当员工有价值的建议能得到企业赞

赏和奖励时, 更有利于批判性思维的领导强化建

议必须有数据支撑、成熟的想法或完整的解决方

案的团队建言氛围, 并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 进
一步提升员工的建言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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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valuable voice: The antecedent mechanisms of employee voice quality 

JIANG Jing1; DONG Yanan2; LI Yan3; YANG Baiyin2 
(1 School of Tourism Sc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Heightening the quality of employee voic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how to promote employees’ 
voice participation and quantity of voice, while ignoring the most essential issue – voice quality.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search voice quality, including the connotation, 
measurement and antecedents of employee voice quality. The first study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employee voice qualit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nd develops a scale of employee voice quality. The 
second study, drawing on implicit voice theor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linking leader and 
employee critical thinking to employee voice quality on both team and individual levels. This paper make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by developing an employee voice quality framework and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implicit voice theory. 
Key words: voice quality; measurement tool; critical thinking; implicit voice theory; impac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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